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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主粮包括豆类、薯类、高粱、谷子、燕麦等众多粮食品种，促进非主粮的生产有利于稳定我国粮

食自给率，有利于有效地改善和提高土壤肥力；同时也有利于满足粮食的多元化消费需求，更好地推动我国农业供

给侧改革。文章运用区位基尼系数法、区位商指数、产业集中率、地区平均产业集中率、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方法，

探讨了 1997—2017 年我国非主粮生产的地理分布特征以及空间集聚演变机制。结果表明：①1997—2017 年我国非

主粮生产的集聚水平不断上升，不同非主粮品种的集聚水平呈现出豆类＞其他杂粮＞薯类的变化特征。②北方 5省

和西南 4 省市是我国非主粮生产中心，其豆类产量合计占全国豆类产量的 71.8%，薯类合计占 65.4%，其他杂粮占

61.2%，左右着国内非主粮的供给量以及对国外的依存度；比较而言，广大中东部地区非主粮生产则不断萎缩。③

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非主粮生产的基本格局，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格局，而人口与经济

增长以及城镇化发展则推动着非主粮生产格局的持续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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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3 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二连增”，目前产能已基本稳定在 6 亿 t 以上［1］。然而，粮食产能的持续稳定增

长是建立在以高产的玉米、水稻、小麦等 3大主粮不断替代低产的豆类、薯类、高粱、谷子等各类非主粮的基础上的［2-3］，因而

导致当前我国玉米供给已明显过剩，水稻和小麦自给率已接近 100%，但大豆、薯类、高粱等其他非主粮则大量依赖进口［4］。以

大豆为例，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大豆净进口量达 9553 万 t，为当年国内大豆产量的 6.25 倍。非主粮的大量进口使我国

表征粮食自给率由 2004 年的 99.88%下降到了 2017 年的 82.3%［1］，给粮食安全带来了较大的隐患。为此，国家已经明确提出了

稳增长、调结构的农业供给侧改革路线
［5］

。另一方面，以玉米、小麦替代非主粮多发生在我国北部（东北、华北）和农牧交错

区，给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压力［3］。为此，国家先后颁布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耕地草原河湖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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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息规划（2016—2030）》《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等一系列文件，着力在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区等地

推进轮耕，在河北省黑龙港地下水漏斗区推进季节性休耕，推广玉米与大豆、薯类、高粱、燕麦等非主粮轮作的“一主四辅”

的种植模式，以策应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更好地保护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
［5］
。 

依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广义的粮食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豆类、薯类、高粱、谷子及其他杂粮（大麦、燕麦、荞

麦、黍等和谷类）共 8类［3，6］，其中稻谷、小麦和玉米为中国主要粮食作物，是国家粮食生产的主力，合称为主粮；而豆类、薯

类、高粱、谷子和其他杂粮为非主粮［3］，本文所指的非主粮即为除主粮外的其他 5 类粮食。为便于研究，本文在国家统计局定

义的基础上，将非主粮划分为豆类、薯类和其他杂粮（原因在于高粱、谷子、大麦、燕麦等禾谷类的产量均不高，统计资料中

详细分类的产量数据存在较多缺失，因而予以归并处理）3大类。由于大豆、薯类等各种非主粮具有耐贫瘠、少用水、有效改良

土壤生态环境等特点
［7］

，因此探究非主粮生产的优势区域，适度扩大生产规模，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各类耕地资源，改善农业生

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因此，在粮食产能已经总体稳定，而供需错位、农业生态环境瓶颈日益突出的背景下，通

过分析研究大豆、薯类、高粱、谷子、燕麦等非主粮生产的时空演变、集聚特征和驱动机制，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农业供给侧改

革，满足人们膳食结构变化和追求更高健康水平的生活需求。 

保障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长，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最为关键环节，因此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演变和集聚特征也一直是学

术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大部分研究关注的都是粮食总产量，抑或是水稻、小麦、玉米等主粮生产的时空演变和集聚特征。例

如，黄爱军［8］较早地关注了在 1949—1993年期间，我国粮食生产的地理集聚特征日益明显，粮食增长重心呈现出明显的“北进”

和“西移”变化特征，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逐渐被“北粮南调”所取代；鲁奇［9］、郑有贵［10］、伍山林［11］等人的研究进一

步证实了这一地理集聚特征，并深入地揭示了其变化的成因。随后，粮食生产的集聚特征和空间格局变化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研究者们分别采用生产集中度［11-12］、重心迁移［13］、空间自相关［14］、计量经济等模型［15］，对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变化及其驱

动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姜会飞等
［16］

研究表明，中国小麦生产具有空间上的相对稳定性，北方麦区具有明显的单产和规

模优势，是小麦生产集聚发展的重点地区；邓宗兵、柴玲欢等分别对 1978—2010 和 1981—2013 年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生产

的区域集中演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稻谷生产主要在湖南、四川、江苏、江西等南方地区和黑龙江集中，小麦产区逐渐

向河南、山东、河北、安徽等北方和中部集中；玉米产区逐渐向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北、河南等东北和华北集中，其中小

麦生产空间集聚效应持续增强，玉米和稻谷生产空间集聚效应呈现出倒“U”型变化［12，17］。 

上述研究对于稳定和持续提高我国粮食产量，促进水稻、小麦、玉米等主粮规模化生产和优势区的划定提供了科学参考。

然而，在我国口粮已基本实现绝对安全，并正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有关非主粮生产的地理集聚特征及其演化机

制的研究却十分贫乏。目前，仅有李二玲等对中国大豆种植地理集聚格局演化及其机制进行了分析，而对薯类、高粱、谷子等

其他非主粮的地理集聚及其演化机制的研究尚未涉及
［18］

。为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区位商指数、产

业集中率与地区平均产业集中率 4个指标，从产业发展视角对1997—2017年我国非主粮生产的总体状况进行分析，进而从省际

差异角度揭示其地理集聚和时空演化特征，最后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揭示非主粮生产集聚的发生机制，以期为更好地促进非

主粮产业发展和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区位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最初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分配的均衡状况，近年来则被扩展至空间层面，成为研究某种对象在空间

分布上均衡状况的主要方法。本文借鉴吴爱芝［19］的研究，定义我国非主粮生产的区位基尼系数为 Gi，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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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当 i=0，1，2，3时，Gi分别代表我国非主粮生产总量、豆类、薯类与其他杂粮的区位基尼系数；n为样本量，在此

表示研究的省份数量；m、k 分别表示不同的省份，且 m≠k；xim 和 xik 分别表示 m和 k 省（市、区）非主粮生产总量、豆类、

薯类与其他杂粮产量占全国对应种类粮食产量的比重；μi表示全国范围内各省（市、区）非主粮生产总量、豆类、薯类与其他

杂粮产量占全国对应种类粮食产量比重的平均值。将式（1）进行变换可得： 

 

式中：各种类型非主粮的区位基尼系数满足 Gi∈［0，1］，区位基尼系数越大，表明该类非主粮生产在空间上的地理集聚程

度就越高，分布也越不均衡；反之，则表明其在空间上的地理集聚程度越低。 

1.1.2 区位商指数 

区位商指数反映了一个地区在该产业生产过程中的专门化水平，它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该地区总产值中所占的

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比率，是衡量某种产业在空间分布的重要指标。定义我国单个地区的非主粮

的区位商指数为 Qin，n表示省份。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Qin 为 n 省（市、区）i 种非主粮生产的区位商；Ein 为 n 省（市、区）第 i 种非主粮的产量；Ealln 为 n 省（市、

区）非主粮的总产量；Ai为全国第 i种非主粮的产量；Aall 为全国非主粮总产量。当 Qin 大于、等于和小于 1时，分别表示 n

省（市、区）的第 i种非主粮生产的专业化程度高于、等于和低于全国水平。 

1.1.3 产业集中率 

区位基尼系数在衡量产业地区分布均衡程度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但它在企业规模、地理单元设定与产业分类三个方面存在

局限［20］，产业集中率则是衡量单个产业排名靠前的几个省（市、区）在全国范围内的比重之和，可以用以衡量该产业在空间上

的集聚现象。为此，借鉴阎友兵等［21］的研究构建我国非主粮生产集中率指数 CRip，其中 i=0，1，2，3，分别表示非主粮生产

总量、豆类、薯类与其他杂粮，p表示研究的省（市、区）个数，通常取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和 xik的含义与式（1）相同；CRip 指标反映前几位省（区、市）的集聚程度和排名前几位省（区、市）的变化情

况，从中可以看出其集聚程度的强化或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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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地区平均产业集中率 

产业集中率衡量了排名靠前的若干地区的集聚情况，但在衡量地区某产业集聚方面存在不足。地区平均产业集中率用以衡

量某个地区的某种产业的集聚水平，并依此反映出整体范围内产业集中的空间演变情况。在此，借鉴范剑勇［22］的研究，定义我

国各省（市、区）的非主粮平均生产集中率为 Vk（K=1，2⋯，n），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xik 与式（1）的释义相同。Vk指数越大，表明该地区的非主粮生产平均占有份额越大，非主粮生产水平也越高。 

1.1.5 空间计量分析模型 

人口和经济增长促使粮食消费总量持续扩大
［1］

，城镇化则通过改变城乡人口结构，进而改变粮食消费结构
［2，5］

，因而上述因

素必然是非主粮生产演变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投入和土地是影响粮食生产的最为根本因素，非主粮较多属于土地密集型产品，

更加依赖土地的丰裕程度，因而土地投入对其生产至关重要。产业集中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19，

21］，因而生产集聚水平对提升非主粮产量也具有重要影响。为此，本文参考 Greenwood、Ciccone 等的研究［24-25］，构建含地理集

聚水平的面板计量模型，以定量揭示我国非主粮生产的空间集聚机制，模型如下［5］： 

 

式中：Yit表示 i区域 t年非主粮总产量，用各地区历年非主粮总产量表示；popit、pgdpit、urbit、Lit、Sit、Con⁃centit

分别表示表示 i 区域 t 年的总人口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化率、非主粮生产的劳动力投入、非主粮播种面积、非主粮生

产集聚水平；由于非主粮生产集聚水平和非主粮总产量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引入一阶滞后项 Concenti，t-1 作为解释

变量，以避免双向因果；μi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其中，Lit以各地区历年非主粮从业人员数量表示，其计算主要

参考王跃梅等
［26］

人研究，即从事非主粮生产人员数量=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农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非主粮播种

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Concenti，t-1 则以各地区历年非主粮生产总量占全国非主粮生产总产量的比重予以表示。 

由于非主粮生产可能存在空间关联和空间外溢特征，因此借鉴王树进等人［23］的研究，引入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

差模型（SEM）进行估计。其中，SLM 模型用于研究邻近省区非主粮发展对本地区非主粮的空间溢出效应，表达式为： 

 

式中：Y为被解释变量；W为 n×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X为 n×k阶的自变量矩阵（k为影响因素个数）；β为变量回归系数；

λ为空间回归系数，反映空间依赖作用；WY为空间滞后因变量，反映空间距离对非主粮业的发展的作用。 

SEM 模型则用于度量邻近省区因变量的误差对本地区观测值的影响程度，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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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扰动项的生成过程为： 

 

式中：M 为空间权重矩阵。该模型显示，扰动项μ存在空间依赖性。Mμ为空间滞后的误差项；ρ为空间滞后误差项的相关

性系数，以衡量误差项的空间关联程度。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从全国和省级两个层面对我国非主粮生产发展情况进行研究，由于 1997 年重庆才划为直辖市，为保持全国大陆 31 个

省区的完整性，选取的研究时段为 1997—2017 年。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8—2018）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为实现数据的可比性，人均 GDP 数据以1997 年为基准，采用 GDP 折算指数进行平减。 

2 实证分析 

2.1 我国非主粮的生产状况 

图 1给出了 1997—2017年我国豆类、薯类和其他杂粮 3大非主粮生产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非主粮生产波动幅度较大，产量呈现出薯类>豆类>其他杂粮的特征。1997—2017年期间，薯类产量在2002 年达到峰

值 3685.2 万 t，在 2007 年为最低值 2798.6 万 t，波动量为 886.6 万 t，波幅达 24.06%；豆类产量在 2002 年达到峰值 2241.2

万 t，在 2007年为最低值1720.1 万 t，波动量为 521.1 万 t，波幅达 23.25%；其他杂粮在 1997 年达到峰值 1516 万 t，在 2009

年为最低值 737.1 万 t，波动量为 778.9 万 t，波幅达 51.38%。总体而言，21 年间薯类产量平均为 3328.9 万 t，豆类产量平均

为 1919.4 万 t，其他杂粮平均产量为1018.8 万 t，分别占非主粮平均产量的 53.1%、30.6%和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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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非主粮生产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但总体都在萎缩。薯类在 1998—2006 年的第一阶段产量都在 3400 万 t 以上波

动，而在 2007—2016的第二阶段虽然呈现出缓慢增长，但产量要明显低于第一阶段，即便在2016年产量的最高点也只有 3356.2

万 t，尚未达到 1998 年的产量水平。豆类产量由1997 年的 1875.5 万 t增长到 2002年的 2241.2 万 t，之后持续波动下降到 2015

年的 1589.8 万 t，2015年农业供给侧改革之后，大豆产量回升到了 2017 年的 1841.6 万 t，仍未达到 1997 年的产量水平。其他

杂粮产量则由 1997年的 1516 万 t下降到 2009年的 737.1 万 t，之后缓慢回升到 2016年的 990.8 万 t，仍低于 1000 万 t。 

与非主粮生产相比，1997—2017年期间，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则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图 2），其产量分别由 20073.5

万 t、12328.9 万 t和 10430.9 万 t，增长到21267.6 万 t、13433.4 万 t和 25907.1 万 t，分别增长了5.95%、8.96%和 148.37%。

由此可以看出，21 年来玉米产量的增长是驱动主粮产量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三大主粮产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非主粮总产量则

从 1997 年的 6583.8 万 t波动变化到 2017年的 5552.6 万 t，总体上下降了 1031.2 万 t。由此非主粮产量占粮食总产量（4大类

粮食产量之和）的比重由 1997 年的 13.3%，下降到 2017 年的 8.4%，下降了 4.9 个百分点。进一步证明，三大主粮的增产进而

导致粮食总产量的持续增加是建立在非主粮产量下降的基础上的。 

 

第三，非主粮播种面积受到严重挤压，单产提升幅度小。播种面积和单产共同决定了农作物产量变化，21 年间非主粮播种

面积由 2731.54 万 hm2 下降到 2033.49 万 hm2，下降了 698.05 万 hm2；其中豆类、薯类、其他杂粮的播种面积分别由 1116.36

万 hm2、978.49 万 hm2 和 636.69 万 hm2 下降到 1005.13 万 hm2、707.32 万 hm2 和 311.04 万 hm2，降幅分别为 9.96%、27.71%和

51.15%。21 年间豆类、薯类和其他杂粮单产分别由 1997 年的 1680.01kg/hm2、3262.48kg/hm2、2381.06kg/hm2 上升到 2017 年

的 1832.20kg/hm2、3901.467kg/hm2 和 2933.38kg/hm2，非主粮单产平均只提高了 3.20%。比较而言，1997—2017 年稻谷、小麦

和玉米 3大主粮的单产则分别提高了 9.46%、33.77%和 39.27%，分别是非主粮平均单产增幅的 2.96 倍、11.41 倍和 13.27 倍。

从这些数据可见，一方面，由于非主粮的从属地位，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其播种面积受到了严重挤压；另一方面，农业科学技

术进步对提升我国主粮单产的增加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但对非主粮的贡献却十分微弱。 

2.2 非主粮生产的地理集聚特征及其演变趋势 

2.2.1 非主粮生产的地理集聚特征 

图 3给出了1997—2017年我国非主粮生产的区位基尼系数。从图中可以看出，非主粮总量的区位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 0.431

不断波动上升至 2017 年的 0.526，表明其空间集聚水平不断提高；与同期畜牧业和种植业相比［27］，非主粮生产的基尼系数明显

更大，这表明非主粮呈现出比畜牧业和种植业更为显著的集聚现象。分品种来看，1997—2017 年豆类、薯类和其他杂粮的基尼

系数分别由 0.601、0.501 和 0.552 呈波动状态上升到 0.700、0.563 和 0.636，分别上升了 0.099、0.062 和 0.084，这表明 3

类非主粮生产的地理集聚特征也都呈现增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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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可知，豆类生产的空间集聚特征最为明显，其他杂粮次之，薯类的地理集聚特征最弱。其原因在于：豆类属于

土地密集型产品，相对于薯类和其他杂粮而言，豆类生产对土壤、温度和地形等各种自然条件的依赖性较强，对耕地数量、质

量和土地平整度的要求均较高
［28］

，因而高度集中在地广人稀、地势相对平坦的东北、内蒙古等地区
［29］

；薯类生产受自然条件约

束明显较小，可以广泛地在山地、丘陵等土地较为贫瘠的地区种植［30］，因而生产地区较为分散；高粱、谷子、荞麦、燕麦等其

他杂粮在我国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的海东地区以及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消费量大［31］，其生

产也主要集聚在这些区域，因而其地理集聚水平在豆类和薯类之间。 

2.2.2 非主粮生产的专业化格局 

表 1给出了 1997 与 2017 年我国豆类、薯类和其他杂粮的产业集中率与专业化指数排名前 5位的省份。从1997—2017 年非

主粮总量来看，1997年黑龙江、四川、山东、河南、内蒙古是排名前 5的地区，其总产量合计为 2483.3 万 t，占比 37.7%；2017

年排名前 5的地区分别是黑龙江、四川、内蒙古、重庆和云南，其非主粮总量为 2686.3 万 t，其占比为 48.4%，较 1997年上升

了 10.7 个百分点，进一步验证了我国非主粮生产的集聚呈强化趋势。总体上，黑龙江、四川、内蒙古三省区非主粮产量在全国

总产量中的比重较大，重庆和云南两省市非主粮产量在全国总产量中的比重上升最显著，分别提升了 1.83%和 2.66%。重庆非主

粮产业地位的提升得益于其他杂粮生产的快速增长，1997—2017 年重庆其他杂粮产量占全国比重提高了 0.12%，排名则由全国

第 24位上升到第 7位；云南豆类和薯类产量分别提高了 2.16%和 2.96%，相应地，其在全国非主粮生产中的地位也由第14位跃

居至第 5 位。山东和河南是我国最为典型的人多地少的粮食主产区，为保障其粮食产量的持续稳定增长，以高产的小麦和玉米

替代低产的非主粮，是其非主粮产量下降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3］
。 

表 1 1997—2017 年中国非主粮区位商（LQ）和产业集中率（CR）排名前 5 位省份 

名称 指标 排名前 5位省份（1997 年）        比重/% 排名前 5位省份（2017 年） 比重/% 

非主粮 CR 黑龙江 四川 山东 河南 内蒙古 37.7 黑龙江 四川 内蒙古 重庆 云南 48.4 

豆类 
Q 黑龙江 青海 内蒙古 云南 山西  黑龙江 云南 内蒙古 江苏 西藏  

CR 黑龙江 内蒙古 河南 安徽 江苏 53.7 黑龙江 内蒙古 四川 云南 安徽 67.4 

薯类 
Q 

CR 

重庆 

四川 

海南 

山东 

福建 

重庆 

贵州 

广东 

广东 

河南 
42.3 

青海 

四川 

重庆 

重庆 

贵州 

贵州 

甘肃 

甘肃 

四川 

云南 
51.3 

其他杂粮 
Q 西藏 甘肃 青海 山西 上海  西藏 青海 山西 内蒙古 甘肃  

CR 甘肃 四川 江苏 内蒙古 辽宁 47.2 内蒙古 吉林 河北 西藏 山西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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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类角度来看，1997 年我国豆类产量均值排名前 5位的分别是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苏，到 2017 年则演变为

黑龙江、内蒙古、四川、云南、安徽，其中四川和云南两个省取代河南和江苏为我国前 5 位豆类的生产地区。从产业集中的角

度看，1997年前 5省的豆类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是 53.7%，而这一比值在 2017年上升为 67.4%，上升了 13.7 个百分点，升幅

明显大于非主粮总量的变化。就专业化指数而言，1997 和 2017 年黑龙江、内蒙古和云南 3省始终是豆类生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

地区，2017 年江苏和西藏取代了 1997 年的青海和山西，成为豆类生产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进一步可以看出，2017 年豆类

生产区位商（Q）高的省区和豆类生产集中率高的省区有 3个实现了重合。可见，传统的黑龙江和内蒙古豆类生产水平得以持续

增强，云南豆类生产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而且四川和云南两省豆类产量持续增加，这是促使我国豆类集聚水平提高的主要原

因。 

1997 年我国薯类的主要生产区域是四川、山东、重庆、广东和河南，5 省产量占全国的份额为 42.3%；到 2017 年则演变为

四川、重庆、贵州、甘肃和云南，其所占份额为 51.3%，21 年间上升了 9 个百分点。不仅如此，薯类产品的主要产区分布也发

生了明显变化，2017年西南地区的贵州和云南两省，以及西北的甘肃取代了 1997年的山东、河南和广东 3省，使得我国薯类生

产在西南山区的集聚特征尤为突出。从专业化指数的分布空间来看，1997 年西南的重庆和贵州，沿海的广东、海南和福建是薯

类生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2017 年则演变为西南的重庆、贵州和四川以及西北的青海和甘肃。可以看出，在 2017年西南地

区薯类生产不但产量高，而且专业化生产水平也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薯类生产中心。 

1997 年甘肃、四川、江苏、内蒙古和辽宁 5 省是我国其他杂粮生产的集中地区，其产量占全国的比重达到 47.2%；到 2017

年，其他杂粮生产排名前 5 的省份分别是内蒙古、吉林、河北、西藏和山西，5 省区产量占全国比重为 54.6%，比 1997 年上升

了 7.4 个百分点。1997—2017 年，在其他杂粮生产集中的 5个省区中，除内蒙古外，其他 4个都发生了变化。与豆类和薯类相

比可知，其他杂粮生产未能形成稳定的集中生产区域，因而其集聚水平提高幅度明显低于豆类（提升了13.7个百分点）和薯类

（提升了 9 个百分点）。从生产的专业化指数来看，1997 和 2017 年西藏、青海、甘肃和山西 4 省始终是其他杂粮区位商排名前

5位的省份，这表明其他杂粮生产的区域专业化程度较为稳定，主要原因是由于杂粮的生长环境和消费结构比较固定，专业化格

局受到的影响较小。 

2.2.3 非主粮生产的空间演变特征 

图 4给出了 2017 年中国非主粮总产量及其分品种产量的地理空间分布，图 5则揭示了 1997、2004、2011 和 2017年非主粮

地区产业平均集中率指数，综合图 4和图 5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北方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甘肃、河北 5 省区以及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重庆 4 省区是我国非主粮生产核

心区，1997—2017 年其地区产业平均集中率呈现增强趋势。除河北外，北方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与甘肃等省区具有较为显

著的地广人稀的特征，在满足主粮生产所需土地的同时，能够为非主粮（尤其是豆类）生产提供相应的耕地，例如 2017 年黑龙

江、吉林、内蒙古 3省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 0.418hm2、0.257hm2 和 0.367hm2，分别是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的 4.29 倍、2.64 倍和

3.77 倍；其次，上述北方 5 省区多以黑土、黑钙土、栗钙土等土壤类型为主，土壤有机质丰富、有效磷和有效钾含量较高，是

豆类、其他杂粮等非主粮生产的生态适宜区和最适宜区［32］。2017 年北方 5 省豆类生产量达 1018.9 万 t，占全国豆类总产量的

55.3%；非主粮产量合计2047.1 万 t，占全国非主粮总产量的36.9%。可见，北方非主粮生产以豆类最为突出，是我国豆类生产

的最为核心区域（图 4）。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重庆 4 省地处亚热带，水热条件较为丰富，山地和丘陵约占本区土地

面积的 94%，远高于全国 2/3 的比重
［32］

。广阔的山地造就了类型多样的地貌条件，有利于在山区种植薯类和高粱、谷子等其他

杂粮，因而使得西南地区成为我国第二大非主粮生产核心区。2017 年西南地区 4省市薯类产量1244.5 万 t，占全国薯类总产量

的 44.5%；非主粮产量合计1664.9 万 t，占全国非主粮总产量的 30.0%。可以看出，西南地区非主粮生产以薯类最为突出，是我

国薯类生产的最为核心区（图 4）。总体来看，2017 年北方 5 省和西南 4 省豆类产量合计占全国豆类产量的比重为 71.8%，薯类

合计占 65.4%，其他杂粮占 61.2%，左右着国内非主粮的供给量以及对国外的依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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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东部 6 个粮食主销区①2（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海南）、西部 5 个粮食产销平衡区（新疆、西藏、青海、

宁夏、广西）以及中部的江西是非主粮生产的边缘区，1997—2017 年其地区产业平均集中率呈现减弱趋势（西藏除外）。东部粮

食主销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耕地资源短缺最为突出，食物消费模式已逐渐转变为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粮食需求总量快速增长

给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压力，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安排下，保障主粮生产的稳定乃是其区域粮食安全的核心任务，

因而该区域非主粮生产全面萎缩。西部新疆、西藏、青海、宁夏 4 省区水资源贫乏，在保障主粮生产水资源需求的条件下，难

以发展非主粮生产；而广西和江西 2 省更多的是由于经济发展和保障粮食供求均衡的需要，难以兼顾产量和经济收益均较低的

非主粮生产。2017 年上述 12省区非主粮生产总量为 542.6 万 t，仅占全国非主粮产量的9.8%，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 

第三，东中部 7 个粮食主产区（辽宁、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湖北、湖南）以及陕西、山西、广东 3 省是非主粮生产

的中间地带，1997—2017 年其地区产业平均集中率总体有所减弱。东中部 7 个粮食主产区人多地少，在经济增长导致粮食需求

急剧增长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任务的压力下，逐步以产量较高且能够获得国家生产补贴的水稻和小麦替代非主粮，因而非主粮

生产逐步萎缩，生产平均集中率逐步下降。山西和陕西 2 省高原面积广阔，地处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的交界地带，具有生产高

粱、谷子等其他杂粮的自然资源条件，因而 2 省的地区产业平均集中率基本稳定或略有提升。广东虽属沿海的粮食主销区，但

粤中和粤北广布山地丘陵，具有生产以薯类为主导的非主粮的优势条件，但在土地资源短缺和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压力下，1997

—2017 年非主粮地区产业平均集中率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总体上看，2017 年上述 10 个省区非主粮产量为 1297.9 万 t，占全

国非主粮总产量的 23.4%。 

3 非主粮空间集聚演化机制 

3.1 面板数据的参数估计 

依据公式（6），本文应用 31 个省区 6 个变量在 1997—2017 年的面板数据，利用 MLE 估计得到各变量的参数估计值。由于

粮食生产具有空间相关性［12，14］，因此本研究认为非主粮生产也应具有空间相关性。为此，采用莫兰指数 I 对研究期间中国省域

非主粮产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 1997—2017 年 Moran'sI 指数为正，并通过 0.01 的显著性检验，表

明非主粮生产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态势。为此，引入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LM）和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EM），

以更好地揭示非主粮生产的驱动机制。为判断应使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采用豪斯曼检验对SLM 和 SEM模型进行分析，

检验结果显著为正，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由于变量非主粮生产集聚水平（Concent）和被解释变量非主粮生产总产量可能存在

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因此采用 Durbin-Wu-hausman 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 p值小于 0.01，因而变量 Concent 是内生变

量。借鉴 Roberts 等［34］对变量内生性的处理方法，选择滞后一期的 Concent 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此，得到传统面板

                                                        
2
①根据农业农村部的划分，粮食主产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

北、四川 13个省区，主销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7个省市，产销平衡区包括山西、陕西、甘肃、

宁夏、青海、新疆、云南、重庆、贵州、广西、西藏11个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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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SEM 模型和 SLM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2。 

表 2面板数据模型参数估计表 

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 
空间面板滞后 

(SLM)模型 

空间面板误差 

(SEM)模型 

Ln pop 0.077(1.26) 0.103(0.40) 0.006(0.02) 

Ln pgdp -0.034(-1.14) -0.064(-1.19) -0.063(-1.31) 

Ln urbit 0.223***(2.27) 0.377**(2.20) 0.354*(1.93) 

Ln Lit -0.004(-0.25) -0.008(-1.16) -0.011(-1.30) 

ln Landit 0.734***(23.32) 0.625***(7.21) 0.701***(7.43) 

Concenti，t-1 8.588***(9.05) 7.411***(3.13) 8.220***(2.94) 

Cons -0.033(-0.05)   

λ  0.302***(4.44)  

ρ   0.389***(5.93) 

Log-likelihood 197.402 313.592 312.826 

R2 0.683 0.686 0.683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 t检验值。 

从表 2中可以看出，空间面板SLM 和 SEM模型中的λ和ρ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1997—2017 年非主粮的生产的空间

联系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和空间外溢，且作用效果均为正方向，表明各地区的非主粮生产不仅具有空间锁定效应，还会带动周

边地区的非主粮生产，产生跨区域的极化效应，从而加大非主粮生产的地理集聚。由于模型的 R2 和 Log-likelihood 估计值越

大，其解释能力也越强［23，33］，因此可以得出空间面板模型较传统面板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进一步比较 SLM 模型和 SEM 模型

可知，空间面板 SLM 模型对非主粮生产的驱动机制具有更优的解释力。从 SLM 模型中可知，λ为邻近省区非主粮生产布局值的

加权平均，其值为 0.263，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临近省区非主粮生产有相互影响的正向作用，其空间依赖性和

溢出效应显著
［33］

。邻近省区自然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环境相似，有利于非主粮在生产模式、技术等方面的推广与借鉴，因而邻

近省区非主粮生产呈现趋同现象。 

根据 SLM模型的结果可知：首先，总人口（pop）和人均 GDP 对非主粮生产分别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和负向促进作用，其原因

在于缓慢的人口增长导致粮食消费总量有所增大，因而有助于促进非主粮粮食生产；而经济增长则使得人们从以植物性食物为

主的消费模式向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消费模式转变，这一转变将导致耕地需求增加 3 倍［35］，给粮食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在人多

地少的国情和国家政策的导向下，促使农户选择以高产的主粮替代低产的非主粮。其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城镇化率（urb）

对非主粮生产的影响为正，其原因在于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导致饲料粮消费快速增长［1］，因而对于非主粮生产具有促进作用。

第三，劳动力投入（L）有不明显的负向作用，其原因在于豆类主要集聚于土地资源丰富的北方地区，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

情况下，豆类生产的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机器替代劳动的现象较为突出；而薯类和其他杂粮大多集聚在仍存在较多剩余劳动

力的广大山区。第四，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播种面积（Land）每增加 1 单位，非主粮产量将增加 0.625 个百分点，明显高于

城镇化和人口增长的作用，充分表明了土地等自然资源对非主粮生产的重要性。最后，非主粮生产集聚水平（Concent）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其产量将增加 7.411 个百分点，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非主粮生产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对非

主粮生产起着最为关键的决定作用。 

3.2 我国非主粮产业空间集聚演化机制 



 

 11 

①自然资源禀赋对非主粮生产的地理集聚起着基础性作用。自然资源条件是影响农业生产集聚的重要因素［36-37］，对农业生

产起着基础性作用。本文分析也表明，除河北外，北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甘肃等省区地广人稀，在满足主粮生产的同时，

有较多的土地用于非主粮生产，且其土壤较为肥沃，尤为适合大豆种植，因而成为大豆生产的核心区；西南的四川、重庆、云

南、贵州 4 省山地丘陵面积广阔，土地相对贫瘠，因而成为薯类生产的集聚区；东中部 7 个粮食主产区土地也较为肥沃，但受

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限制，只能压缩非主粮生产以实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发展目标。可见，自然资源禀赋（尤其是土地资源

的类型、数量和质量）也对非主粮生产的集聚及其格局演变起着基础性作用。 

②农户增加经济收益的期望是促进非主粮生产集聚的内在动因。北方 5 省是我国玉米生产的集中区，近年来其产能供过于

求，种植玉米的经济收益不断下降；而大豆则严重短缺，因而国家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大豆生产，其

经济收益日益提高。因此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断扩种大豆，这是北方 5 省大豆集聚水平不

断提高的内在动因。西南山区地形起伏大，土地相对贫瘠，充分利用山地资源，因地制宜地种植薯类和其他杂粮，是农户实现

经济收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东中部 7 个粮食主产区是我国小麦和水稻的集中产地，国家仍对这两类主粮实施价格支持，其种

植的经济收益明显高于非主粮；另一方面，这些地区主粮生产的机械化水平高，其农业劳动成本的不断降低，因而相对较难机

械化、成本高、收益低的非主粮生产被逐步替代。 

③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强化了非主粮生产的空间格局。非主粮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主要体现在其生产的

集聚水平方面，它对非主粮产量变化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专业化的生产使得农业技术水平（良种、农业机械等）

进步加快，人力资本（专业大户、职业农场主等）不断提升，极大地拓展了农业生产要素内涵，增强了农业生产能力［36］。本研

究表明，1997—2017年北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 5省豆类生产的集聚水平由 45.8%提高到了 55.3%，因而进一步强化了其豆

类生产的中心地位；西南地区薯类生产由 1997年的 27.1%提高到了 2017年的 44.5%，也进一步强化了其薯类生产的中心地位。

可见，非主粮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进一步强化了其生产的空间格局；同时也表明促进非主粮专业化生产，建设非主

粮特色产区，有助于推进我国非主粮产量的持续增长。 

④人口与经济增长以及城镇化发展推动了非主粮生产格局的持续演变。人口与经济增长以及城镇化发展首先通过增大粮食

需求总量，改变粮食需求结构，给保障粮食安全带来压力，进而导致粮食生产结构变化，推动非主粮生产格局演变。虽然缓慢

的人口增长和城镇化发展促进了非主粮的生产，但经济增长所导致的食物消费模式变化，给粮食持续增产带来巨大压力，导致

了东部 6 个粮食主销区和东中部 7 个粮食主产区非主粮生产的不断萎缩（图 1）。当前，我国东中部地区人口增长缓慢，较多省

区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 60%，根据诺瑟姆的城市化发展阶段理论，这些地区的城镇化步伐将逐渐放缓，且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相对

有限；但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城乡居民食物消费模式将进一步转变，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仍将持续增大。可见，今后东中部

地区人口增长和城镇化作用下的非主粮增产作用将减弱，经济增长所导致的非主粮生产萎缩仍将占据主导地位。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区位基尼系数法、区位商指数、产业集中率、地区平均产业集中率以及面板计量经济模型，对1997—2017 年我国

省域非主粮生产的地理集聚及其空间演化机制进行了分析，所得结论如下： 

①与畜牧业及种植业相比，1997—2017 年我国非主粮生产的区位基尼系数不断增大，表明其地理集聚水平在持续增强；期

间 3 类非主粮生产的基尼系数平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豆类（0.599）＞其他杂粮（0.578）＞薯类（0.503），表明豆类生产集聚

程度最高，薯类最低。从产业集中度来看，黑龙江、四川、内蒙古 3 省区为非主粮生产最为集中的地区，重庆和云南 2 省市是

非主粮生产发展最快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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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北方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甘肃、河北 5省区豆类产量占全国豆类总产量的 55.3%，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重庆

4省区薯类产量占全国薯类总产量的44.5%。总体而言，上述9省豆类产量合计占全国豆类产量的比重为71.8%，薯类合计占65.4%，

其他杂粮占 61.2%，左右着国内非主粮的供给量以及对国外的依赖水平。对广大中东部地区而言，辽宁、山东、江苏、河南、安

徽、湖北、湖南 7 个粮食主产区非主粮生产逐步萎缩，而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海南 6 个粮食主销区非主粮生产则

全面萎缩。 

③自然资源禀赋确定我国非主粮生产的基本格局，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强化了非主粮生产的空间格局，而人口与

经济增长以及城镇化则共同推动了非主粮生产格局的持续演变。受自然禀赋、生产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综合影响，今后北

方和西南地区仍将是我国非主粮的生产中心，而经济增长则将主导着东中部地区非主粮生产的演变。 

4.2 政策建议 

①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促进非主粮生产稳步发展。本文研究表明，近20多年来高产的主粮不断替代低产的非主粮（这在

北方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导致非主粮生产持续萎缩和当前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在当前玉米明显过剩，水稻和小

麦自给率接近 100%的条件下
［4］

，应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重点在镰刀湾地区（包括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区、西北风

沙干旱区、太行山沿线区及西南石漠化区）推进玉米与大豆、马铃薯轮作，以提高大豆和马铃薯产量，减轻土传病虫害，改善

土壤物理和养分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实行玉米与谷子、高粱、燕麦、红小豆等耐旱耐瘠薄的杂粮杂豆轮作，减少灌溉用水，

提高其他杂粮产量，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②充分挖掘低效利用土地生产潜力，促进东中部地区非主粮生产。东中部地区人多地少且经济发展水平高，粮食安全的巨

大压力使得其非主粮生产不断萎缩。同时，由于城镇化带来的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和农村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东中部的浙江、福

建、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却出现了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双改单”，1992—2015 年上述 8省双季稻面积减少

了 607 万 hm2［38］，而且中部的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是我国耕地撂荒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区［39］。因此，应在东中部地区加快

发展土地流转、联户经营、代耕代种等多种形式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现代职业农民，充分利用冬闲田和山区耕地种

植大豆、薯类等非主粮，实现促进非主粮生产和提高土地肥力的双赢。 

③加快推进非主粮生产机械化，提高其种植经济收益。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

加快推进非主粮生产机械化，提升其经济收益，是提高非主粮生产的又一关键。因此，应针对我国农业机械化最为薄弱的西南

山区，鼓励和引导制造商加大对适应山区操作的小型农业机械的研发制造力度，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快推进其非主

粮生产的机械化。对东中部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应加快构建农业机械服务组织，强化对农机服务人员和农机手的培训，鼓励

农民通过购买农机服务来降低非主粮生产成本，以实现充分利用冬闲田种植非主粮的生产目标。 

④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保障非主粮稳定供给。自然资源禀赋和非主粮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决定了我国非主粮核心区的空间分

布并左右着非主粮的供给量，为此应进一步提升东北、内蒙古和黄淮海地区大豆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西南的四川、重庆、云南、

贵州的薯类生产专业化水平，做强做大非主粮生产核心区，充分利用好国内资源。非主粮属于土地密集型产品，在人多地少的

中国和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下，其生产受到挤压难以避免。因此，要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在中美贸易战长期化、复杂化的

条件下，着力面向南美国家进一步拓宽大豆、薯类等非主粮的进口来源地，与此同时要不断强化面向俄罗斯、乌克兰、巴西等

土地资源丰富国家的海外耕地投资战略，以维护世界和中国的非主粮供给稳定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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